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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d Reading

韋伯方法論中“適當的”因果關聯

吉硯茹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摘要  在19世紀末的德國學界的方法論爭中，文化科學

方法論的獨特性成為問題。因此在個體性—法則性的張

力之中，文化科學要想理解具體實在的獨特性，要麼完

全放棄因果解釋，要麼採用自然科學的因果法則。韋伯

從德國歷史法學派、國民經濟學歷史學派、奧地利學派

和新康得主義西南學派抽取出思想資源，編織成一套獨

特的歸因理論，既能承載個體的獨特意義，又不棄用法

則知識。這一因果學說的關鍵在於區分因果性與法則

性，從而為文化科學的因果解釋提供因果法則之外的解

釋取向。在“適當的”因果關聯中，韋伯借助經驗規

則，構建“客觀的可能性”並相互比較，來賦予或理解

歷史個體作為“抉擇”的獨特意義。韋伯的方案並未試

圖消解法則性—個體性的張力，而是通過因果關聯這一

空間，將二者置於不同的層次。在“適當的”因果關聯

中，法則知識只是構築因果關聯的知識手段，而因果關

聯的目的仍然指向對歷史個體的構建。

韋伯科學學說（Wissenschaftslehre）的範圍，超過現在通常所

謂的方法論（Methodologie），是指學科獨特性之所在的邏輯—方

法學問題。他在1906年批判邁爾（Eduard Meyer）時提到，方法

論只是對實踐手段的自省，不構成研究得以開展的前提。唯有研

究“觀點”發生重大轉變，科學經營（Betrieb der Wissenschaft）

的邏輯形式隨之改變，以致人們對自己研究的“本質”感到不

確定時，方法論研究的重要性才凸顯出來
1
。當時的德國歷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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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吉硯茹

界恰恰如此，法則 — 歷史、客觀 — 主觀、因果關聯 — 價值判

斷之間的張力逐漸凸顯，所以方法論成為重要的問題。韋伯在 

“方法論爭”抑或之後的“價值論爭”中，都未曾完全消解這種

緊張，而是通過“客觀的可能性”、“適當的”因果關聯和理想

類型等方法往復其中，保留張力之時，也確立文化科學獨特的

邏輯—方法及其界限。

“此乃根源於‘歷史概念形成’的本質，在方法上，其目的

並不是要把歷史真實嵌插在抽象的類別概念裏，而是要在往往且

無可避免各具獨特個別色彩的具體發生 [學的] 關聯裏，致力整理

出歷史真實的面目。”
2

一  問題的提出

本文所論及的韋伯方法論，主要是指1903至1908年間的幾

篇論文中成型的早期形態，1905年初版《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

精神》可視為它的鮮活應用。與這部經驗研究的名作相比，因

為韋伯早期的方法論文章主題本身枯燥，或加之作者糟糕的精

神狀況，以及其與人論辯形式的零散艱澀，使得我們很難從中

發掘出一套系統的“科學學說”。不過恰是這些瑣碎的論辯透

露出韋伯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當時針鋒相對的各派方法論要點。

他從奧地利學派、歷史學派國民經濟學、德國歷史法學派和新康

得主義西南學派抽出絲線，逐漸編織成“文化科學”
3 別具特色

的方法論。

（一）法則科學—實在科學

德國國民經濟學歷史學派可分為新舊兩派，以羅雪爾

（Wilhelm Roscher）、克尼斯（Karl Knies）和希爾德布蘭（Bru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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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debrand）為代表的早期歷史學派，主要是為了反對當時處於

支配地位的古典經濟學。相較於古典經濟學的普遍抽象法則以及

自由放任，早期歷史學派基於各個國族特殊的歷史發展，強調經

濟活動的政治前提
4
，傾向於保護主義政策

5
。

為區別於古典經濟學，羅雪爾提出“哲學方法”與“歷史方

法”之分，亦即齊美爾所謂的“法則科學 — 實在科學”（Gesetzes-

und Wirklichkeitswissenschaften, nomological sciences and sciences of 

concrete reality）之分。前者以古典經濟學或嚴格的自然科學為代

表，對實在進行抽象的概念或法則分析；後者以歷史學派或政治

史為代表，對實在進行描述性的復述。不過羅雪爾並未明確這種

區分的意義與界限。韋伯進而劃定二者的區別：(1)法則科學的邏

輯目的是將實在安排進抽象的“普遍概念”(Allgemeinbegriffe)與

法則體系中，將質化約到量上，達到數學式的因果等式；相應地

在邏輯手段上，法則科學“運用一些範圍越來越大、從而內容越

來越小的概念，其特有的邏輯產物則是一些具有通則性的效力的

關係概念（法則）。”
6 
(2)實在科學首先承認對實在的任一部分

都不可能窮盡地復述，它的邏輯目的是認識實在之中個體性的

獨特性（individuelle Eigenart）；邏輯手段上，“建構一些內容越

來越大、從而範圍越來越小的關係概念（Relationsbegriffe），這

些科學特有的產物（只要它們具有概念的性格），則是一些具

有普適的（我們通常會說：‘歷史的’）意義之個體性的物概

念（Dingbegriffe）7
。”

8

有意思的是，韋伯把觀點或興趣作為這種區分的根據：倘

若從我們的觀點看，值得認知的是具體的實在本身（獨特性）

，便採用實在科學的手段；在我們的觀點看來，實在中值得知道

的是可以安排進“類概念”的部分，就選擇法則科學的手段。換

言之，區別不在於客體的性質，而在於主體的價值觀點。“合法

則性的東西”與“具有本質性的東西”
9 相對：前者意義不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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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們的觀點的意義”，而在於能否嵌入普遍有效的抽象法則

系統；後者的意義在於能否得出具體的因果普適性關聯，助於我

們不斷接近實在的獨特性
10
。

就本文的論題而言，韋伯方法論的獨特性之一便是將“因

果性”（Kausalität）與“法則性”（Gesetzlichkeit）區分開 —— 因

果關聯的普適（Universalität）意義不同於因果法則的普遍

（Allgemeinheit）有效。韋伯所論的文化科學以及後來的社會學

都屬於“實在科學”，因此在某種意義上不是法則性的。那麼

問題在於：文化科學能否構建非法則性的因果性？如果可能，

又需要怎樣的邏輯—方法手段？這種手段對歷史個體的獨特性

有何意義？
11

（二）個體性與因果性

在韋伯看來，羅雪爾仍然混淆了因果性與法則性，認為因果

性只能以普遍法則的形式存在。他只不過是要確立不同於古典經

濟學的歷史發展法則：用類似生物學的形式替代數學形式，並試

圖在“法則性”邏輯下理解個體的獨特性。

羅雪爾將民族視為生物學上的類存在，每個民族都自有由

生到死的文化“生命”過程。各民族文化的獨特性有賴於形而上

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所有個別現象都是從它“流出”的。

他的歷史發展階段說雖然表面上有些相似，實則既非馬克思的路

徑，也沒有推到純粹的“觀念”流出說（Emanatismus）。不過他之

所以會選擇這種理論路徑，未必純粹是知識上的考慮，大概也是

因為理論與其宗教信仰相親和：死亡是有限存在的必然命運，國

民經濟學無意也不可能對民族衰老或死亡做因果性的說明，羅雪

爾的階段論只是對事實的一種分類而已。因為民族精神是上帝明

確的神聖觀念，超出歷史研究的界限，所以他的國民經濟學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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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描述性的分類，放棄演繹式的因果，將民族的獨特性奠立在 

“民族精神”的神聖預設上。他雖然提出了歷史方法—哲學方法

的區分，卻因為宗教上的考慮將二者奇妙地混合。比如他認為人

始終受到自利心和上帝之愛這兩種驅力共同作用。自利心仍然按

照古典經濟學的抽象法則運轉，上帝之愛會制約自利心，通過二

者混合產生不同層次的共同感，表現為社會性驅力，使最終的行

為結果不違背民族利益。歷史研究“透過對稍縱即逝的事物之流

逝中的‘持存之物’的知識，而使人擺脫將自己神化或憎恨生而

為人的困境。”
12  
“在他身上，黑格爾式的形上學與思辨對歷史的

支配都消失不見了，這種思辨之精彩的形上學建構，被一種相當

原始形式的純宗教性的信仰所取代了。然而我們在這裏卻也觀察

到了：與此同時卻也發生了一種痊癒的過程、甚至可以說是一種

在科學的研究工作之公正性、或（如人們現在笨拙地稱說的）‘無

預設性’上的進步。”
13

羅雪爾用“民族精神”這個“非理性 — 個體性”
14 

概念來

安置社會科學中個體的獨特性，大概是誤用了德國歷史法學派方

法。以薩維尼（Savigny）為代表的德國歷史法學派為了對抗啟蒙的

理性主義，試圖將“非理性—個體性”的“民族精神”概念實體

化為個別文化現象的根源，以證明民族共同體的法律具有根本的

非理性特徵，不可能由普遍準則導出。然而韋伯奠立獨特性的方

向恰恰與他們相反，他將抽象概念作為“一個暫時性的容器、一

個暫時用來標示許多邏輯上尚未處理過的直觀上的個別概念的輔

助概念……無數文化影響的合量”
15 

理想類型式的概念即便承載

文化獨特性，也是在不斷豐富的具體因果關聯中建構個體性。換

言之，承載個體性的概念是研究具體因果關聯之後逐漸構建起來

的，而不是形而上的預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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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尼斯也通過強調文化科學的“非理性”來確立個體性。

他認為科學的邏輯 — 方法應隨客體而定，於是因為處理的物件

不同，在自然科學、精神科學之外開闢出第三種學科，即歷史

科學。它負責處理那些由“精神性”動機決定的外在現象
16
。這

門學科的物件既受到自然與歷史條件的法則必然性作用，又有

人的意志自由。對克尼斯而言，人的“自由”意味著非理性、

個體性 
17
。在韋伯看來，克尼斯也混同了因果性與法則性，將人

的目的行動—行動條件之別，等同于為自由／“非理性”—法則

性／“因果性”的對立，所以他排除了用因果性理解個體性（非

類）行動的可能。克尼斯的這種講法在文化科學中很常見，個體

性因素被等同於非理性的、不可解釋的“殘餘”，並且恰恰因此

承載著人的尊嚴
18
。“一門學科、或至少是其物件的尊嚴，恰恰

是建立在我們具體或普遍上無法知道的東西上。這也就是說：

人的行動之特有的意義，就在於它是無法說明、因而也無法理

解的。”
19

在韋伯所關心的方面，羅雪爾與克尼斯都混同了因果性與

法則性，認為個體性不可能通過因果性得到妥善安置。基於這種

預設，實在科學如果要區別於法則科學，在放棄普遍法則的同時

也要放棄因果解釋，將自己局限於純粹描述或者簡單分類。不過

韋伯也提到，各種科學的知識目標不可能徹底排除因果解釋，即

便忽略羅雪爾等人不自洽的地方，他們的方案也不足以建構文化

科學的方法論。“群眾現象的歷史上的意義，就存在於這種許多

人共通的東西（如：某一具體的宗教上的想法、某一具體的經濟

上的利益組合）之個體性的內容、個體性的原因、個體性的結果

中。唯有實在的、亦即具體的對象，才在其個體性的形態上是實

在的原因，而歷史所追求的就是這種原因。”
20 

那麼個體性的因

果關聯何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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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德國歷史法學派與“適當的”因果關係

韋伯的因果學說並沒有提出什麼新概念，他最關鍵的兩個概

念（“適當的因果關聯”
21 

和“客觀的可能性”）都出自當時的

德國歷史法學派
22
，只不過在韋伯這裏意涵不同。本節首先梳理

韋伯因果學說最直接的思想資源，即克裏斯（Johannes von Kries）

和韋伯同事拉德布魯赫（Gustav Radbruch）的相關學說。

韋伯認為社會科學的歷史
23 

歸因方法與刑法學類似
24
，它們

都關注具體的、個別的因果關聯，因此他的因果學說很大程度上

承自德國歷史法學派。我們也可進一步將其與哲學或自然科學相

比，歷史歸因方法和刑法學都不側重於證明要素之間存在“因果

法則”，而是通過歸因，賦予某要素法學上的責任或社會科學上

的意義。因此，克裏斯和法學家對其學說的繼承與推進，都是致

力於從諸多必要條件裏選擇原因，劃定責任的範圍。

與“適當的”因果關聯直接相關的因果學說是此前布裏（von 

Buri）的條件論
25
，顧名思義，必要條件即原因。它判定必要條件

的具體方法是通過反事實思維，設想在某具體的條件複合體中，

如果缺乏某要素，結果是否會發生變化。假如通過這種思維判定

該要素對結果有影響，該要素就足以構成原因之一。條件論大體

上基於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因果理論。穆勒類比物理學的合

力，認為對特定的結果而言，存在著許多積極條件（促進該結果

的產生）和消極條件（缺乏阻力）。這些條件各自有一套發生作

用的法則，然而它們可能會相互阻礙，最終呈現的結果是這些條

件（力）“互相鬥爭”，積極條件逐漸克服阻力，而達到的平衡

狀態。對於該結果而言，積極條件與消極條件都是原因的構成部

分
26
。這些必要條件的總體才是某一結果的充足理由，我們不可

能孤立地衡量任何一項的單獨影響，既然如此，條件論假定它們

都在同等意義上算作“原因”
27
。在穆勒看來，從諸多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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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選擇某些條件作為原因，是缺乏客觀根據的，儘管人們通常會

這麼做。為了保證因果性知識的客觀，似乎不得不把所有必要條

件都納入原因。對於穆勒的上述觀念，可以有一種比較粗暴的批

評：考慮到任何一項具體事實都有無限多的“必要條件”，穆勒

的觀念不可能應用於社會科學；其次，這種假想的客觀性也會受

到描述的影響，對結果的描述會影響到條件的劃定；這樣的“因

果性”意義單薄，幾乎不能作為建構科學的方法—邏輯。不過，

從本文所關心的角度來看，穆勒的因果性仍然等同於法則性，只

是從單因單果到多重條件的“合力”作用而已。

克裏斯提出“適當的”因果理論來應對條件論的困難。他

用“客觀的可能性”（objective Möglichkeit）區分原因和其他條

件，亦即“適當的”原因和“偶然”（chance）。“適當的”原因

是指必要條件中，一般能夠顯著增加特定結果“客觀的可能性”

的那項。這裏“客觀的可能性”可以通過想像來計算：克裏斯假

定存在許多項已知的必要條件，通過設想變動每一項，可以構成

不同的條件複合體，根據通常經驗，會導致不同的結果，其中某

結果所占的比例就是它的“可能性”。我們可以在想像中刪去某

項條件，與未刪去的那些情況比較，來考量它有沒有顯著增加該

結果的可能性，亦即增大其條件概率。

克裏斯的方案只是用當時的統計學代替穆勒的物理學類比，

仍然預設條件之間無所謂異質性。只不過克裏斯賦予各項條件不

同的“客觀的可能性”，換言之，用量化的方式裁定重要性。因

果性問題貌似轉為或然率的計算問題，而“適當的”原因與“偶

然”原因之間僅僅是量的區別，這取決於裁量者主觀規定的閾

值。所謂“客觀”是指可能性與行動者的主觀知識或計算誤差無

關，它能夠表現兩類事件之間實存的“普遍”關係。換言之，克

裏斯在方法上引入“或然率”的計算並不等於放棄對因果性“必

然法則”式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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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因果關聯的角度來看，克裏斯的獨特貢獻在於為法則知

識開闢了新的空間，即在“客觀可能性”判斷中應用經驗規則。

其實這在條件論裏已見端倪，人們通過設想缺乏某項條件，依照

一般經驗規則，會出現不同的結果，來判定它是必要條件。在 

“適當的”因果關聯中也是這樣，人們在想像中去掉或改變某項

條件，需要依照經驗規則來預期“一般的”結果，進而計算或然

率。例如雷雨天，一個喝醉的馬車夫偏離了通常的路線，結果乘

客被雷劈死了。要判斷馬車夫醉酒是不是乘客死亡的“適當的”

原因，我們可以設想馬車夫沒有喝醉，按常規路線走的情況。依

據一般的經驗規則，道路附近各處被雷擊中的概率沒有顯著差

別，馬車夫醉酒並不會增加乘客被雷擊中的客觀可能性，因此

它只算“偶然”而不是“適當的”原因。假如事情是馬車夫偏

離通常路線，馬車摔到溝裏致使乘客死亡，那麼馬車夫喝醉可以

算是“適當的”原因。儘管克裏斯預設事物之間真實存在著普遍

法則式的秩序，他的因果判斷都依賴這種不甚精確的經驗法則作

為知識手段。

拉德布魯赫在刑法學領域基本沿用了克裏斯的因果論。他

認為“適當的”因果理論與穆勒的因果論預設相同：特定結果

是多重原因共同作用的效果，這些原因在“必要性”上沒有本

質區別，它們的總體構成該結果的充足理由。他批評克裏斯沒

能為因果性確立完全客觀的標準。或然率只是一個數值而已， 

“適當的”原因與“偶然”之間的閾值仍然是主觀的規定。其

次，克裏斯的客觀可能性計算需要對其他必要條件的知識，因而

有知識的完備程度問題。另外，對因果的描述也會影響或然率計

算，拉德布魯赫提出：原因描述得越詳細精確、結果描述得越寬

泛，算出的可能性越高；反之，原因越寬泛、結果越詳細精確，

可能性越低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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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歷史法學派因不滿意條件論於是採用“適當的”因果

論，不過仍然沒把因果性和法則性分開。從演繹的必然法則到或

然率，只是知識手段的變更而已，因果性依舊系於類物件之間普

遍的法則關係。韋伯的因果理論雖然形似克裏斯和拉德布魯赫，

卻不需要預設原因 — 結果之間存在這種秩序。

三 “客觀的可能性”﹕因果關聯與法則知識

“某種由一個具體的‘結果’追溯到一個個別的‘原因’之

歸因，究竟原則上是如何可能且可行的：儘管事實上總是有著無

限多的原因上的環節制約著個別的‘過程’之出現，並且：對於

具有具體的形態的結果之出現而言，可以說根本就是所有那些個

別的因果上的環節都是不可或缺的。”
29

顯然，韋伯所謂原因不同於必要條件。他也如拉德布魯赫所

說的那樣預設存在無限多的必要條件，它們共同構成某結果的充

足理由
30
。但是這一點對韋伯的因果理論來說根本無關緊要。克

裏斯所謂的“可能性”更多是指 probability，“客觀”意味著不依

賴主觀知識的實存的法則關係。韋伯則在一個完全不同的層面上

理解“客觀的可能性”概念。

“客觀的可能性”作為韋伯主要的歸因手段，似乎毫不新

奇：在歷史決定因素的複合體中，假如我們在想像中排除／變更

某一因素，按照一般的經驗規則，在對我們而言具有本質性的方

面，會有不同的可能性預期，那麼這項因素就是因果相關的。乍

看起來，韋伯與克裏斯在表述上唯一的區別就是加上“對我們而

言具有本質性的方面”，下面便從這裏切入韋伯因果學說的獨特

之處。在這裏，科學的物件不是直接經驗實在，而是片面的抽象

構造。韋伯的“原因”不是克裏斯那種“客觀”上的直接經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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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可以理解為“新教倫理”之類的片面概念。所謂片面就是從

我們的觀點出發，即便它對事件的其他方面確有影響，可以顯著

增加或然率，只要它對我們而言不具備本質性，就可以排除。例

如凱撒之死，法學家關注那一刺與死亡之間的因果關聯能否被嵌

入特定的刑法條款，歷史學家則關注它是否與特定的世界歷史進

程有因果關聯
31
。顯然，韋伯的因果學說並不意圖對某兩類存在

之間的“客觀”
32 

法則性關係做完整的解釋。他所處理的不是

歷史給定的實在而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事實
33
。

從方法論的角度看，我們怎樣獲得這些可能性判斷？將給定

實在抽象為歷史事實的主要方法是孤立化（Isolationen）和通則化

（Generalisationen）。“我們將給定的東西不斷分解成組成部分，

直到每一個組成部分都能嵌入某一經驗規則之中，從而確定在其

他組成部分作為條件而存在的情況下，依據某一經驗規則，將可

以預期會有什麼效果。”
34

孤立化就是我們從特定的觀點不斷進行抽象“分解”的

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用概念承載個體性，又不斷通過比較

來篩選，提出更為“片面”卻又更富獨特性的概念。比如《新

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從他觀察到新教徒與天主教徒不同的

職業選擇出發，抽象出新教的經濟倫理，進而“孤立”出其中 

“禁欲新教”的概念。他用“禁欲新教”來凸顯他所關注的對

象在經濟生活方式上的獨特風格
35
。更有趣的是通則化，所謂 

“嵌入某一經驗規則之中”，不是用經驗規則覆蓋具體事物，得

到因果關聯。一方面韋伯類似於克裏斯，在變更某條件的假想情

況下，用經驗規則來預期可能的結果，把它跟給定的歷史結果比

較；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將孤立化得到的理想類型，“嵌入”

經驗規則來設想一般的可能性，再與給定的結果比較。換言之，

韋伯的“可能性”不是一個否定性的範疇。“可能性”通常暗

含“不完全知道”所以不能斷言的意思，在韋伯這裡則不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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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是對理想類型的思維建構和預期，無所謂“不完全知道”。

這裏“可能性”其實是肯定性的範疇，意味著將個別事實間接地

關聯到法則知識（經驗規則）：經驗規則讓我們能夠去設想“可

能性”裏預期的後果，並與經驗事實相比較，得出特定環節在因

果上的意義。

“可能性”是一個形成性的範疇
36
，對可能性的設想不意味

著現實中的經驗過程是懸而未決的，給定的真實歷史事件並不

包含任何“可能性”。韋伯這裏主要針對穆勒，認為不能將具體

的因果關係理解為若干原因（積極或消極）相互鬥爭，達到平衡

（結果）。“對任何在因果方面進行研究工作的經驗性的科學而

言，結果的出現並不是某一個特定的時刻才開始的，而是‘自亙

古以來’就已經確定了。”
37 

回顧本節開頭的講法，必要條件的

總體構成某結果的充足理由，韋伯可以這樣預設，卻不是他因果

學說的意義所在。韋伯的因果關聯是一種篩選過程，通過歸因來

為賦予歷史個體意義，理解它的獨特性。

韋伯對因果性與法則性的區分是指什麼？法則知識在他的

因果學說中處於什麼位置？所謂因果性等同於法則性，預設了

客體之間有實存的法則關係，不論是克裏斯式的或然率計算或更

嚴格的自然科學法則，問題只不過是發現因果法則。社會科學物

件的“合法則性”可能弱於自然科學，但在邏輯 — 方法上，尤其

對因果性的理解上沒有本質差別。各種科學研究就像是拿著各種 

“理論”提供的“因果帶”（法則知識），嘗試哪一條能夠最合

適地覆蓋具體的歷史實在。

但是韋伯不需要對具體實在的秩序有上述預設。在歷史方法

中，法則知識是知識手段而非目的。文化科學既不預設也不“發

現”因果規律，它只是歸因：從我們的興趣和觀點
38 

出發，在抽

象的層面上運用法則知識建構“客觀的可能性”，賦予某事實以

因果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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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適當的”歸因﹕因果關聯與個體性

用孤立化、通則化的抽象方法依照經驗規則建構各種“客觀

的可能性”以後，歷史學家將事實的結果與之相比，假如在具有

本質意義的方面有重要差別，就能把某項要素歸為“適當的”原

因，或者說原因與結果之間構成“適當的因果關聯”（adäquate 

Verursachung）。適當性有程度之別
39
。這種程度承載著在比較

之中得出的意義，不像克裏斯的“客觀的可能性”那樣單純是

可計算的量。

以邁爾對1848年柏林三月革命的歸因為例。3月18日國王的

軍隊對包圍王宮的人群開了兩槍，這是直接觸發巷戰的原因。邁

爾為了判斷軍隊的兩槍在歷史上的因果意義，設想如果沒有那兩

槍，按照對當時情勢的理解以及合理的推斷，“任何一個偶然事

件都必定會引發衝突”
40
。所以在他看來，那兩槍是“偶然的”

（chance），亦即不具備因果意義。假如在邁爾的合理設想中，

沒有那兩槍，按照經驗規則來判斷，革命通常不會發生，那兩

槍就可以算作“適當的”原因。歸因對“適當性”程度的不同判

斷，受限於歷史學者的經驗法則知識和他設想“客觀可能性”的

能力。“適當的”因果關聯乍看起來並沒有說出什麼新東西，前

人已有很好的概括
41
。我感興趣的問題是這種歸因方法的意義，

或者說它的獨特性何在？

“歷史家在評估一個具體的事件之因果上的意義時所採取的

程式，很像那採取著立場並意願著的歷史上的人：他將永遠不會

有所‘行動’，如果他自己的行動在他看來顯得是‘必然的’而

不只是‘可能的’。”
42 

比如要理解波斯戰爭希臘勝利對西方文

明在因果關聯上的意義，我們仍然先用抽象的方法構造兩種“客

觀的可能性”：(1)波斯戰勝，依照它當時的通常做法，在希臘

實施神權政治的統治；(2)自由的希臘戰勝。依照一般的經驗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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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這兩種可能性會導向極為不同的文化形態，所以希臘的勝利

可以被歸為西方（目前形態的）獨特歷史文化的“適當”原因。

它在因果關聯上的意義也可以表述為：馬拉松戰役在兩種可能性

的“鬥爭”之中作出了抉擇，這次選擇“適當的”後果之一便是

現在所謂的西方文化獨特性
43
，同時它也意味著對其他可能性的

拒絕。歷史歸因始終是回溯性的，這種抉擇不等於認為具體實在

的歷史過程在某一點“之前”懸而未決，而是在回溯中建構各種

可能性，甚至給定的歷史事實在歸因中也被構造為“可能性”，

而不是必然結果。這樣得到的“適當”原因才作為抉擇承載“客

觀的”
44 

意義。在這個意義上，韋伯構建的世界圖景是各種客觀

的可能性充滿張力的空間。完全受法則支配的“必然”行動既無

意義又無所謂責任，由法則性支配的必然歷史關聯同樣沒有因果

意義。所以說，韋伯恰恰與克裏斯的講法相反，比如擲骰子這種

算得准或然率的活動，是最極端的“偶然”（chance）45
，沒有任

何選擇（轉變投擲姿勢等）能夠影響結果（make a difference），

因此在韋伯看來不具備因果意義。

歷史方法的一個問題在於如何在運用概念進行因果解釋的同

時無損於個體性
46
。韋伯“適當的”因果關聯的另一重意義就是

作為知識手段，構建歷史個體
47 

具體的獨特性。歷史個體的獨特

意義可以通過理想類型來凸顯，而這種概念構造始終是在因果關

聯之中進行的。例如同時期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

韋伯並不是開篇就界定兩個範疇，然後簡單地解釋他們之間的選

擇性親和（Wahlverwandtschaften, elective affinity）。嚴格來講，因

果關聯的構造是一種不斷進行的活動。歷史研究通過對因果關聯

的不斷建構來窄化其內容範圍，使歷史個體的獨特意義更突出。

理想類型等概念需要放在因果關聯之才能理解，換言之，歷史個

體的概念表達出現在研究的結尾，而不是開頭。“此乃根植於 

‘歷史概念形成’的本質，在方法上，其目的並不是要把歷史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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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嵌插在抽象的類別概念裏，而是要在往往且無可避免各具獨特

個別色彩的具體發生關聯裏，致力於整理出歷史真實的面目。”
48

對於《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裏複雜的、具體給定的

歷史實在，韋伯用構建因果關聯一步步引出關鍵的理想類型。從

文本呈現的歸因過程來看，韋伯首先將新教徒與天主教徒比較，

展現前者的職業選擇偏好和新教資本家的成功等經驗事實。緊接

著，他以佛蘭克林為例闡述了現代“資本主義”（相比於中世

紀）獨特的倫理性生活準則，而且這種倫理性的生活態度與現代

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間有因果關聯。然後他以具體經驗材料為依

據，比較各新教教派的倫理性生活準則作用到經濟活動方面的不

同“可能性”，來凸顯加爾文派、教友派（貴格會）與現代資本

主義生活方式的選擇性親和。至此，韋伯已經將新教倫理概念逐

漸“分解”到禁欲倫理的天職觀，並將它與資本主義精神的理想

類型關聯起來
49
。“後面關於‘世界宗教的經濟倫理’的數篇論

文，則是試圖綜觀世上最重要的文化宗教與其文化環境中的經濟

及社會階層之間的關係，並且有必要的話，找出必須進一步與西

方的發展加以比較的問題點，以追索出因果關係的兩面。因為，

唯有如此，才能讓西方宗教的經濟倫理相異於其他經濟倫理的固

有要素，多多少少獲得清楚的因果歸屬。”
50

上述因果關聯都是“適當的”，而不是法則式的
51
。最明顯

的表現就是韋伯例舉佛蘭克林作為“資本主義精神”的典型，可

是佛蘭克林所處的社會環境絕非現代資本主義的。“這清楚地顯

示資本主義‘精神’獨立於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儘管後者是

前者‘適當的’原因。”
52 韋伯通過“適當的”因果關聯這種知

識手段中來為個別的經驗知識、法則性的經驗知識留出位置，並

通過不斷建構因果關聯為歷史個體賦予意義，使理解“個體性”

成為可能，而不是沉入某種對“個體性”的非理性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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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論

在韋伯時代的方法論爭裏，文化科學的獨特性成為問題。

因此在實在 — 法則的對立中，文化科學要想理解具體實在的獨

特性，似乎要麼傾向於拒斥法則知識，要麼傾向於構建類似自然

法則的社會法則。這一爭論最集中地體現在各派是否還承認因果

關聯？因果關聯應當構建為哪種形態？韋伯既然將因果解釋作為

文化科學成其為“科學”的必要部分，就必須對因果關聯與法則

知識的關係作出回應。他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區分因果性與法則

性。文化科學當然需要因果解釋，但不一定非要用因果法則的方

式來構建。本文討論的正是韋伯如何構建非法則性的因果關聯？

他怎樣在歸因過程裏安置法則知識？他的因果學說意義何在？

韋伯的因果學說其實是歸因的學說，換言之，他關注的是如

何賦予某概念作為“適當”原因的意義，而不是發現客觀普遍的

因果關係甚至因果法則。由此他將具體實在從法則關係中解脫出

來。這一點並不容易，單看那麼多學者依照具體實在“舉反例”

來反駁《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就能看出“以因果法則嵌套

實在”是很多學者不想去反思的程式。反例作為給定的歷史實在

不符合因果法則（或者法則不夠符合給定實在）的敗筆，是科學

必須生產卻又不敢容忍的東西。韋伯的因果學說則不然，他沒有

放棄法則知識，但是歷史實在與法則知識的關係是很間接的。首

先，歷史方法要處理的物件不是直接給定的實在而是事實，他不

需要預設實在之間有實存的法則秩序。歸因的目的就是考察某個

事實在起因造成上的意義，而不是追求確定的法則知識。其次，

歸因的手段中的確運用了法則知識（經驗規則），但它是用在設

想“合理的”其他可能性上，這些客觀的可能性本身也只是用於

比較的知識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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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伯方法論中“適當的”因果關聯 321

韋伯為何要提出這種因果學說呢？不太確切地講，他是在因

果學說的空間中，試圖繼承德國歷史法學派、國民經濟學歷史學

派和奧地利學派的學說，來回應法則 — 實在的張力，在這些思想

關聯之中構建自己的獨特性。在認知目的／意義方面，文化科學

屬於“實在科學”，意義在於理解具體的、獨特的個體，而不是

確立因果法則。儘管韋伯提出的認識目的類似歷史學派，但是他

沒有完全在知識手段上排除法則知識，也未否定因果解釋的重要

性。在“客觀可能性”的抽象中，他實際上非常依賴經驗法則和

理想類型式的概念，使比較和歸因成為可能。如上一節所述， 

“適當”歸因的意義在於通過比較，賦予個體獨特性，那麼歸因

手段（客觀的可能性）則汲取奧地利學派的思想資源，在可能性

建構的限度內注重法則知識和抽象概念。因此，韋伯方法論中的

因果學說其實是他對所謂“法則 — 個體性”張力的回應方案，即

以法則知識為手段，以歷史個體為知識目的。雖然歷史個體與理

想類型是韋伯方案更典型的體現，然而研究因果關聯，或許能更

具體地理解“歷史個體”的構建方法：它不是抽象的思維構造，

它的意義與獨特性在具體的因果關聯之中逐漸變得清晰，這種關

聯並不是因果法則，儘管歸因時以法則知識為手段。

借用法則知識構建的客觀可能性之間可以相互比較，“適當

的”原因被賦予了“抉擇”的意義／責任：人們意識到給定的事實

是它“適當的”結果，同時意識到它拒絕了其他的可能性。在這個

意義上，因果關聯作為知識手段，暗含的目的仍然是歷史個體。

六  附論﹕文化與價值觀點

韋伯認為實在既不可能被完整復述，也不可能被解釋所窮

盡。所有“個別現象”都呈現為無限的多樣性
53
。因此各門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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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都基於一個預設：無限實在中一個有限的部分才構成了科

學探討的物件，只有它才對我們有意義、值得被認識。文化科學

與嚴格的自然科學對於研究物件有不同的篩選標準：(1)對自然

科學而言，不能為法則或規律所把握的就是無意義的；(2)“文 

化概念是一個價值概念”，經驗實在作為文化，就在於我們將它

與價值觀念相關聯，因此只有這部分實在才對我們有意義，構成

文化科學的物件
54
。“文化科學的先驗前提，不是指我們認為特

定的文化或者一般意義上的‘文化’有價值，而是指我們是文

化的存在，秉具有對世界有意識地採取一種態度並賦予它意義

的能力和意志。”
55 

按照本文的討論，韋伯的因果學說也是“歸

因”，作為文化的存在，我們基於特定的價值觀點，有意識地運

用經驗規則，構建理想類型和客觀的可能性，賦予物件意義。略

微誇張一點，可以說韋伯的整個方法論都基於這種文化或價值觀

點。於是韋伯最容易招致的批評之一就是他的因果學說（甚至整

個科學學說）不夠“客觀”、不夠“科學”，無法作為社會科學

的基礎。雖然這種顯然的粗暴批評本身的預設也算不上多麼“客

觀”，不過為理解韋伯的因果學說，本文不能完全回避文化與價

值的問題
56
。

在十九世紀的德國，文化（Bildung）主要指教化或個人的精

神修養，人作為獨特的個體，通過認知世界而實現自己的潛能。

與此相應，文化國家（Kulturstaat）概念中統治的正當性就在於發

展和代表個人的知性修養
57
。在這個意義上，德國浪漫派用個體

性來批評機械論的科學，也可以在“文化”概念中找到基礎。

不過這種個體性概念在韋伯方法論文章的批評物件（尤其是克尼

斯）那裏表現得更加突出，韋伯自己並未完全採取浪漫派方式來

處理個體性問題
58
。從理想類型和“適當的”因果關聯對法則知

識在抽象層面的應用可以看出他及門格爾的親和性
59
。可以說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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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伯方法論中“適當的”因果關聯 323

伯在當時激烈衝突的各派之間從未簡單地站隊，而是從各方的方

法論中抽出幾條線，編織成他獨特的科學學說
60
。

人作為文化的存在與世界發生關係的行動方式，不是倫理律

令的擬人化，也不是某種空洞抽象的“主觀任意”。他必定要採

取某種價值觀點
61
，卻不必然要在科學論述裏做價值判斷。經驗

知識的意義不固著在客觀的物件上，也不是私人性的，被“文化

的存在”賦予意義的科學知識是人（及其承載的價值）與世界之

間的發生關係的仲介領域。“有意識地採取一種態度”要求研究

者必須理智誠實
62
，這也是“文化科學”能夠帶有文化（Bildung）

意味的必要條件。儘管在這種圖景下，人無法通過經驗知識的積

累達到對世界的普遍認識
63
，卻可以在上述因果關聯中意識到各

種客觀的可能性，進而意識到他已經做出了抉擇以及這個抉擇

的意義：他選擇了什麼，更重要的是，他拒絕了什麼。在這個意

義上，文化科學將使這個採取價值觀點的人始終意識到他處於張

力之中。韋伯的因果關聯學說，乃至他的整個科學學說，都為保

持這種張力創造了空間。在張力之中，才可能深入理解自己作為 

“文化存在”的獨特性與界限。

從價值觀點出發使人始終能夠對世界提出有意義的問題。 

“騷擾著人、推動著人的文化問題，不斷地推陳出新，不斷地改

變面貌；在無窮盡的事物之中，有一些會對我們具有意義和重要

性，而成為‘歷史個體’；這種‘歷史個體’的範圍，永遠在變

化。我們用以處理這類個體並學術地加以掌握的理知關係，也在

改變。因此，文化科學的起點，在不確定的未來裏，將始終有所

變化和不同，直到心靈的生命力，像中國人那樣僵化，讓人類不

再對那永無止境的人生，提出新的問題。”
64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324 吉硯茹

注釋

1 韋伯，《韋伯方法論文集》，張旺山譯（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2013），245–246。
2 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康樂、簡惠美譯（桂林：廣西師

範大學出版社，2010），24。
3 “如果人們願意將這些‘將人類生活的過程放在其文化意義的觀點下加

以考察’的學科稱為‘文化科學’，則我們的意義下的‘社會科學’也

將屬於這個範疇。”引自韋伯，《韋伯方法論文集》，張旺山譯（臺

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190。
4 “如何才能最好地增進國家富強這個問題，對我們來說，和別人一樣，

仍不失為一個主要課題。但這絕非我們的主要目的。國民經濟學並非單

純的貨殖學或單純的致富術，而歸根結底是一種認識人類，支配人類的

政治科學。我們的目的在於記述各個國民在經濟方面想了些什麼，要求

了些什麼，發現了些什麼；他們做了些什麼努力，有了些什麼成就；

以及他們為什麼要努力，又為什麼獲得成功。這樣的記述只有同有關

國民生活的其他科學，特別是同法制史、政治史以及文化史緊密地結

合起來，才能做到。”引自羅雪爾，《歷史方法的國民經濟學講義大綱》， 

朱紹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7–8。
5 朱謙之，《歷史學派經濟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19–20。
6 韋伯，《韋伯方法論文集》，張旺山譯（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2013），8。譯文有修改，另參照 Max Weber, Roscher and Knies: The Logical 
Problems of Historical Economics, trans. G. Oak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56。

7 “物概念”很像“理想類型”。“指稱任何為了‘認識具有本質性的東

西’這個目的，而透過對一個直觀上的雜多進行邏輯上的加工，所產生

的（即使再怎麼具有個體性質的）思想構作物（Gedankengebilde）。例

如，俾斯麥這個歷史性的‘概念’，就在承載這個名字的那個直觀上給

予我們的人格中，包含有哪些對我們的認識而言具有本質性的特點，這

些特點一方面作為受到影響的結果，另一方面作為發生影響的因素，而

被我們置入社會—歷史的關聯之中。”引自韋伯，《韋伯方法論文集》， 

張旺山譯（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10。
8 韋伯，《韋伯方法論文集》，張旺山譯（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2013），9–10。譯文有修改，另參照 Max Weber, Roscher and Knies: The 
Logical Problems of Historical Economics, trans. G. Oak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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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韋伯常將本質性與從某價值觀點看“值得知道的”等同：“對我們而言

具有本質性的（值得認知的）東西”，“對我們而言具有本質性……”， 

“現象上具有本質性的、亦即對我們而言值得知道的東西”。參照韋

伯，《韋伯方法論文集》，張旺山譯（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 

8–10。
10 “隨著我們對現象中特性的知識不斷增加，該現象的個體性也必然會

增加。”Max Weber, Roscher and Knies: The Logical Problems of Historical 
Economics, trans. G. Oak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58注釋6。

11 本文之所以沒有“文獻綜述”，一是因為同主題文獻較少，二則這些

學者的視角與本文差異較大。茲列舉韋伯因果論方面的重要二手文獻

如下：Ringer 在1997年的著作 Max Weber’s Methodology: The Unification 
of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第76–104頁中有相關的討論，2002年
又按相似的思路發表了論文 Max Weber on Causal Analysis, Interpretation, 
and Comparison。Ringer主要是將韋伯放在李凱爾特等人的思想脈絡中

來概述，對國民經濟學歷史學派和歷史法學派則涉及較少。另一篇重要

文獻是 Turner 與 Factor 發表於1981年的 Objective Possibility and Adequate 
Causation，除去概論性的內容之外，主要在批判帕森斯。作者基本認為

韋伯與穆勒、克裏斯的因果學說沒有太大區別，理想類型的構建與“適

當的”因果關聯沒有什麼關係，通過弱化因果關聯，強調意義關聯來批

評帕森斯。

12 韋伯，《韋伯方法論文集》，張旺山譯（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2013），30–31。
13 韋伯，《韋伯方法論文集》，張旺山譯（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2013），49。
14 韋伯，《韋伯方法論文集》，張旺山譯（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2013），13。
15 韋伯，《韋伯方法論文集》，張旺山譯（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2013），13–14。
16 Max Weber, Roscher and Knies: The Logical Problems of Historical Economics, 

trans. G. Oak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96.
17 韋伯，《韋伯方法論文集》，張旺山譯（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2013），53。
18 “人們認為個人行動的‘不可計算性’是‘自由’的結果，從而視其為

人乃至歷史所特有的尊嚴，或者隱晦地確立行動的人格相對于自然事變

機械的因果性的創造性意義。”Max Weber, Roscher and Knies: The Logical 
Problems of Historical Economics, trans. G. Oak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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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98。韋伯在這段文字的注釋裏梳理了“無知之術”(ars ignorandi)的思

想脈絡。梅尼克 (Meinecke) 繼承維柯 (Vico)，非常重視人的個體性，認

為個體是無法言說的，在研究人時一定會存在這種非理性殘餘，而這恰

是個體的尊嚴所在。特賴奇克 (Treitschke) 也虔敬地談論“人格之謎”。

19 韋伯，《韋伯方法論文集》，張旺山譯（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2013），54。
20 韋伯，《韋伯方法論文集》，張旺山譯（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2013），57。
21 即法學中“相當因果關係”說，“相當”是法學中通行譯法。不過我

更同意張旺山等人的譯法，認為 adäquate 譯作“適當的”意思更清楚。

考慮到本文不純然用的是法學“相當因果關係”的意涵，文中都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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